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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

———基于山东省 ２８７ 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

吕晓，臧涛，张全景

（曲阜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山东 日照 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基于山东省 ２８７ 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

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 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

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

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

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

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 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

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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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合理的农地流转对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三农”问题以及促进“五化”协调等均具有积

极影响。 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

包经营权，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必然选择，更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必由之路。 １９８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已经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 ①。 此后，以
《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及系列中央文件为主体的农地流转政策陆续出台，力图推动农

地流转向快速规范化转型。 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既是核心参与者也是弱势群体 ［１］ ，其土地政

策的认知水平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农地有效流转具有重要影响。
国内诸多学者围绕农地产权、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 已有研究表明，外在的产权制度和村落内部错综复杂的乡土秩序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

素 ［２－３］ ，村集体在农地转出与转入过程中都存在着显著正效应，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市
场因素的作用越是不足，政府部门的影响越是显著 ［４］ 。 当前对产权的分析主要从产权本身的特

性来分析产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５］ ，这种分析方式隐含的假设是社会与个人是同质的，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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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主体及社会其他群体对法律赋权的认同和个体行为能力可能存在的差异 ［６］ 。 认知是行动

的指南。［７］ 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均显示，农户的行为决策受到理性程度（认知能力）以及所处环

境（与交易费用关联）的显著影响 ［８］ 。 而国内诸多调查结果均表明当前农户对土地政策与制度

的认知水平普遍偏低 ［３， ９－１１］ ，产权改革过程中农民的认知可能会导致制度政策的错位和目标的

偏离 ［１２］ ，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行为等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鉴于影响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土

地政策较多且农户认识水平较难量化，已有研究多是有针对性地选择土地产权或农地流转政策

等开展单项政策、制度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流转响应分析，而对土地政策综合性认知的探索仍

不够系统和深入。 由此，本文基于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日照市东港区入户调查获取的一手数

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量化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变量，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二阶段模型分析农户的土

地政策认知情况对农地转出意愿及行为的影响，以期为科学理解农户微观层面上土地政策的实

施，促进农地合理流转提供科学依据。

二、理论框架

（一）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的理论分析

农户是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土地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

人对其认知程度的高低以及行为响应 ［１１］ 。 考虑到个体对现实作出反应的基础是对现实的认

知，而不是现实本身 ［１３］ ，本文将所探讨的农户认知界定为农户通过各种渠道从外界获取土地政

策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理解的过程，这种分析理解进而会对一系列相关的土地利用行为产生影

响。 农户通过自身对土地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及在自身知识与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形成对土地政

策的认知，因此农户认知可能与法律赋权或社会认同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社会认同是指不同

社会群体对法律赋权的认同程度 ［６］ ，社会认同对土地政策当前的行使和未来的变化产生影响。
农户土地政策认知与法律赋权或社会认同是否一致，影响农户能否作出正确的农地转出收益评

估，进而对能否作出正确的土地转出决策产生影响。 当农户土地政策认知与法律赋权或社会认

同一致时，有利于农户作出正确的转出收益评估，在农地转出能获得最大收益时，农户转出意愿

强烈，有通过农地转出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的意向，此时的转出行为积极，农户权益具有稳定性

和保障性。 反之，转出不能获得最大收益时，农户转出意愿低，转出行为响应消极。 而当农户认

知与法律赋权或社会认同出现偏离时，农户易作出错误的农地收益最大化评估及转出决策，此
时转出农地，使农户权益面临各种风险，农户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反之，农户可能错失农地转出

可能带来的可观收益，也可能避免错误的农地转出行为所带来的权益损失。 如图 １。
计划行为理论（ ＴＰＢ）认为“行为意向”仅是最接近行为的一个中介变量，个人基于自由意志

可以完全决定是否要实施某行为。 但是，外部客观因素个人意志无法主导和控制，却影响着个

人的行为决策。 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农地转出响应机理主要由信息源、信息获取、农户认知（信

息加工与处理） 、行为响应四部分组成。 信息源通过信息媒介到达农户，农户得到土地政策相关

信息后，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在外在因素（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和内在因素（家庭特征、
资源禀赋等）的影响下，农户产生新的认知。 农户年龄、非农化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得到的社

会保障等因素影响着农户对土地政策的关注程度和认知水平，从而对农地转出行为响应产生影

响。 同时，土地市场中的价格、转出难易程度等因素和劳动力市场中的非农就业岗位及工资情

况等影响着农户的转出意愿和响应程度。 而农户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农户认知可能会出现上

述两种情形。 在农户产生新的认知后，若农户评估农地转出能取得收益最大化，则产生较为强

烈的转出意愿，促进转出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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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响应机理

（二）研究方法

１．模型选择：Ｈｅｃｋｍａｎ 二阶段模型。 农地转出行为可分为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阶

段：是否有意愿转出（转出意愿）与转出面积多少（转出行为） 。 为了避免农地流转可能存在的

选择性偏误问题，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二阶段模型进行分析 ［１４］ 。
首先，以“是否转出农地”作为第一阶段估计的被解释变量，使用全部参数对所有样本进行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以确定农户转出农地的决定因素。 具体如下：

Ｐｒｏｂｉｔ（Ｙ ＝ １）＝ ϕ（ωＸ）＝ ∫ １
２ π

ｅ
－ωＸ
２ ｄｔ （１）

式中，Ｙ ＝ １ 表示农户愿意转出农地；若不愿意，即 Ｙ ＝ ０，则对应的函数为：
Ｐｒｏｂｉｔ（Ｙ ＝ ０）＝ １－Ｐｒｏｂｉｔ（Ｙ ＝ １）＝ １－ϕ（ωＸ） （２）

其中，Ｙ 为因变量，即农户是否转出农地；Ｘ 代表的是影响农地转出的解释变量，包括土地

政策认知、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区位因素等；ω 为待估系数。
其次，考虑到 ＯＬＳ 估计可能会存在选择性偏误，因此使用从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式中得到的转换比

率l作为工具变量来修正第二阶段的选择性偏误。
最后，利用 ＯＬＳ 方法对方程进行估计，计算出第二阶段中农户转出农地的面积，以此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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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转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模型表达式如下：
Ｍ ＝ α＋ω ｉＸ ｉ＋βλ＋μ （３）

其中，Ｍ 为转出土地面积；α 为常数项；μ 为随机扰动项；ω ｉ为自变量 Ｘ ｉ的回归系数；β 为转

换比率 λ 的系数；Ｘ ｉ为包括土地政策认知、年龄、受教育水平、农业补贴、养老保险、非农化程度

以及地块数等解释变量。
２．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土地政策变量赋值。 为了更加简明准确地反映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

其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 ［１５－１６］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处理得到土地政策认知指标。 依

据主要土地政策（包括农地调整政策 Ｑ１、土地所有权归属 Ｑ２、土地承包证书 Ｑ３、土地子女继承

Ｑ４、土地抵押贷款 Ｑ５、土地流转政策 Ｑ６）的农户认知调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降维处理后获得

唯一的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变量，来反映农户认知情况（表 １） 。
表 １　 土地政策变量赋值

代码 变量含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Ｑ１ 知道 ＝ １；不知道 ＝ ０ ０ １ ０．７２１ ０．４４９

Ｑ２ 村集体（或村民小组） ＝ １；其他（包括：国家、个人、乡镇政府等） ＝ ０ ０ １ ０．１３０ ０．３３７

Ｑ３ 有 ＝ １；没有和其他 ＝ ０ ０ １ ０．６８９ ０．５１２

Ｑ４ 能 ＝ １；其他（包括：希望能、无所谓、不能和不知道） ＝ ０ ０ １ ０．８８３ ０．３２２

Ｑ５ 不能、希望能 ＝ １；其他（包括：能、无所谓、不知道） ＝ ０ ０ １ ０．２３３ ０．４２４

Ｑ６ 很了解 ＝ ３；比较了解 ＝ ２；了解一点 ＝ １；不知道 ＝ ０ ０ ３ ０．９７７ １．０１

　 　 计算认知指标的主成分分析中，ＫＭＯ＝ ０．５３３，ｓｉｇ ＝ ０．００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检验的 Ｐ 值＜０．０００１，表明

进行的主成分分析是可信的。 据农户认知的主成分分析计算结果，通过因子负荷除以对应的特

征根开平方根获得每个主成分系数，再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所占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

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出农户综合认知模型：
Ｑ ＝ ０ ．５７５Ｑ１－０ ．２３７Ｑ２＋０ ．６１６Ｑ３＋０ ．３５４Ｑ４＋０ ．０２２Ｑ５＋０ ．５２１Ｑ６ （４）

３．变量选择与赋值。 理论分析与已有实证研究 ［４，６，８，９］ 均表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

会受到农户认知、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及区位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本文基于

上述理论分析，在参考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相关变量开展分析（表 ２） 。
表 ２　 变量选择与描述

变量名称 代码 变量含义及计算方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转出农地意愿 Ｙ 是 ＝ １，否 ＝ ０ ０ １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１

　 转出农地面积 Ｍ 按照调查实际数值（亩） ０ ９ ０．３２ ０．９９４

解释变量

　 农户认知 土地政策认知程度 Ｘ１ 由计算得出 ０ ３．４８ １．５２２ ０．７３２

　 家庭特征 年龄 Ｘ２ 实际调查数据（岁） ２３ ８３ ５４．７４９ １１．３９４

受教育水平 Ｘ３ 文盲 ＝ ０；小学 ＝ １；初中 ＝ ２；

高中 ＝ ３；大专及以上 ＝ ４
０ ４ １．５９９ ０．９８８

非农收入占比 Ｘ４ 非农收入 ／ 家庭总收入 ０ １ ０．６５６ ０．３７８

　 资源禀赋 承包地面积 Ｘ５ 实际调查数值（亩） ０ １４．２ ３．８７６ ２．６６７

地块数 Ｘ６ 实际调查数值（亩） ０ ８ ２．２９９ １．６７６

　 社会保障 新农合医疗保险 Ｘ７ 有 ＝ １；无 ＝ ０ ０ １ ０．９８３ ０．１３１

新农村养老保险 Ｘ８ 有，交了很多钱 ＝ ２；有，但没交

多少钱 ＝ １；没参加 ＝ ０
０ ２ １．２１６ ０．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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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变量名称 代码 变量含义及计算方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商业保险 Ｘ９ 有 ＝ １；无 ＝ ０ ０ １ ０．３１４ ０．４６５

农业保险 Ｘ１０ 有 ＝ １；无 ＝ ０ ０ １ ０．４０８ ０．４９２

　 区位因素 区位虚拟变量 Ｘ１１ 鱼台 ＝ ０；日照 ＝ １ ０ １ ０．４８８ ０．５

到最近城镇的距离 Ｘ１ ２ 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千米） １ ２５ １３．２８６ ６．１８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研究区概况

选择典型农业区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和城郊区日照市东港区作为研究区域，使研究范围相

对更加全面，农户认知情况更具代表性。 鱼台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辖 ２ 个街道办事处、９ 个

镇，素有江北“鱼米之乡”之美誉，县域土地总面积 ６５４．２ｋｍ２，其中耕地 ３８７ｋｍ２，常年水稻种植

面积达 ２００ｋｍ２以上，是农业大县。 日照市东港区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总面积为 １５０７ｋｍ２，辖 ３ 个

街道、６ 个镇，２０１５ 年全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１５５９．６７ｋｍ２，比上年下降 ４．１％，是典型的城郊区。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的学院课题组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开展的农户问卷调

查。 调查者依据已设计好的问卷，采取结构式访谈的方式，与被访农户面对面交谈获得相关信

息，共获取调查问卷 ３０８ 份，剔除部分存在信息缺失或前后数据矛盾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

计 ２８７ 份，覆盖了济宁市鱼台县和日照市东港区的 １３ 个镇（街道） 、３７ 个村。 问卷内容主要包

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土地利用、土地政策认知以及社会保障情况等。
（三）样本描述

参考已有研究 ［１７］ ，依照农户兼业程度（非农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将农户分为纯农

业农户、兼业农户、非农业农户，非农收入比重依次是＜５％、５％ ～ ９５％、＞９５％。 结果显示，约 ３ ／ ４
的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过 ５０％，农户收入方式趋向非农化，兼业已成为当前农户

的一种普遍生计方式。 总体来看，大于 ６０ 岁的农户在纯农业农户中比例最高，表明单靠农业收

入的农户出现老龄化趋势；初中及以下学历人数最多，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最少；农地块数

在 ３ ～ ６ 块之间的农户最多，大于 ７ 块的农户最少；有 ３５ 户已经转出土地，其中鱼台 １５ 户、东港

２０ 户，且农地转出行为大体随非农化水平升高而增加（表 ３） 。
表 ３　 样本特征

农户整体 纯农业农户 兼业农户 非农业农户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年龄 　 　 　 ＜ ３０ 岁 ３ １．０５ １ １．２７ ０ ０ ２ ２．７４

３０ ～ ６０ 岁 １８５ ６４．４６ ３８ ４８．１ １０１ ７４．８１ ４６ ６３．０１

＞６０ 岁 ９９ ３４．４９ ４０ ５０．６３ ３４ ２５．１９ ２５ ３４．２５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１２０ ４１．８１ ４５ ５６．９６ ５９ ４３．７ １６ ２１．９２

初中 １２０ ４１．８１ ２８ ３５．４４ ５２ ３８．５２ ４０ ５４．７９

高中 ４３ １４．９８ ５ ６．３３ ２３ １７．０４ １５ ２０．５５

大专及以上 ４ １．３９ １ １．２７ １ ０．７４ ２ ２．７４

地块数 　 　 ＜ ３ 块 １０７ ３７．２８ ２９ ３６．７１ ３５ ２５．９３ ４３ ５８．９

３ ～ ６ 块 １７５ ６０．９８ ４６ ５８．２３ ９９ ７３．３３ ３０ ４１．１

＞６ 块 ５ １．７４ ４ ５．０６ １ ０．７４ ０ ０

已转出农地 ３５ １２．２ ４ ５．０６ ９ ０．６７ ２２ ３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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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与分析

（一）土地政策制度认知概况

依据表 １ 中对各项土地政策的赋值，将各项土地政策认知问题的最高分值分别与各类农户

总数相乘作为各类农户对该土地政策认知水平的总分，再将总分值的 ６０％作为及格分数，然后

将农户实际得分与总分和及格分数相比较，据此分析农户对相关土地政策的认知情况，见表 ４。
表 ４　 土地政策认知情况

土地政策
问题

选项

纯农业农户 兼业农户 非农业农户

人数

（人）

比例

（％）
得分

及格

分数

人数

（人）

比例

（％）
得分

及格

分数

人数

（人）

比例

（％）
得分

及格

分数

农地调整政策 ０ ２６ ３２．９１

１ ５３ ６７．０９

５３ ４７．４ ３２ ２３．７０

１０３ ７６．３０

１０３ ８１ ２４ ３２．８８

４９ ６７．１２

４９ ４３．８

承包地所有权归属 １ １９ ２４．０５

２ ８ １０．１３

３ ０ ０．００

４ ５２ ６５．８２

５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８ ４７．４ ２９ ２１．４８

２１ １５．５６

２ １．４８

８２ ６０．７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７４

２３ ８１ ２０ ２７．４０

８ １０．９６

０ ０．００

４４ ６０．２７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７

８ ４３．８

土地承包证书 ０ ３３ ４１．７７

１ ４３ ５４．４３

２ ３ ３．８０

４３ ４７．４ ３４ ２５．１９

１０１ ７４．８１

０ ０．００

１０１ ８１ ３５ ４７．９５

３７ ５０．６８

１ １．３７

３７ ４３．８

土地子女继承 ０ ４ ５．０６

１ ６５ ８２．２８

２ ９ １１．３９

３ １ １．２７

６５ ４７．４ ５ ３．７０

１２１ ８９．６３

９ ６．６７

０ ０．００

１２１ ８１ ２ ２．７４

６５ ８９．０４

５ ６．８５

１ １．３７

６５ ４３．８

土地抵押贷款 ０ ２１ ２６．５８

１ ２０ ２５．３２

２ ３１ ３９．２４

３ ４ ５．０６

４ ３ ３．８０

２４ ４７．４ ２９ ２１．４８

４８ ３５．５６

５０ ３７．０４

５ ３．７０

３ ２．２２

３２ ８１ １３ １７．８１

２５ ３４．２５

２９ ３９．７３

５ ６．８５

１ １．３７

１３ ４７．４

土地流转政策 １ ０ ０．００

２ １２ １５．１９

３ ２５ ３１．６５

４ ４２ ５３．１６

５３ １４２ ３ ２．２２

２７ ２０．００

６０ ４４．４４

４５ ３３．３３

１２３ ２４３ ５ ６．８５

１９ ２６．０３

１２ １６．４４

３７ ５０．６８

７１ ８７．６

　 　 对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调整政策，三类农户了解该政策农户数量均超过整

体的 ６０％且高于及格分数，农户认知情况较好。 在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上，明确土地所有权归

村集体或村民小组所有的三类农户所占比例均低于 ２０％且得分与及格分数相差最大，表明农户

认知水平最低。 对于是否有土地承包证书的问题，６３％的农户持有证书，表明被调查地区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情况一般。
在土地能否被子女继承的问题上，三类农户的认知正确率均超过 ８０％，农户认知得分均高

于及格分数，表明农户认知水平相对最高。 针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知道农村承包地不可以抵

押贷款的农户比例较低且得分同及格分数相差较大，表明农户认知水平较低，且三类农户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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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现出非农业农户＜兼业农户＜纯农业农户的趋势。 对于土地流转政策，三类农户的认知

得分均低于及格分数，但随着农户非农化程度的升高，农户得分与及格分数的差距逐渐缩小，表
明总体来看认知水平有所提高。

由此可见，在农地调整政策、土地所有权归属、土地承包证书、土地子女继承、土地流转政策

等方面，农户认知水平大致随非农化水平的升高而升高，部分政策中兼业农户认知水平高于非

农业农户的可能原因是农户正处于向非农化过渡的阶段，农户关注度提高；农户对抵押贷款的

认知水平较低，且认知水平由纯农业农户向非农业农户递减，这可能是由于与农户关注的重心

向非农业方向偏移以及农地面积减少有关。
（二）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二阶段模型计算，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 模型在自变量的选择上，第二阶段自变量是第一阶段自变量 Ｘ 的子集 ［１８］ 。 经过多次模

拟检验后，在转出行为方程中，农户整体模型中减少年龄和商业保险；在纯农业农户中减少地块

数、教育水平以及养老保险；在兼业农户模型中减少农地面积、医疗保险以及商业保险；在非农

业农户中减少医疗保险和农业保险。 四个模型的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值分别为 ３５． ４、 ３１． ２９、 ２２． ５２、
１０８．４８，ｐｒｏ＞ｃｈｉ２ 分别为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０，说明模型总体估计效果较好，且模型的

Ｍｉｌｌｓ ｌａｍｂｄａ 系数均在 ９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存在拒绝偏差问题，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

有意义。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农地转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名称
代码

农户整体 纯农业农户 兼业农户 非农业农户

意愿 行为 意愿 行为 意愿 行为 意愿 行为

农户认知 Ｘ１ ０．４７７∗∗∗ ０．４７２∗∗ ０．６１５∗∗ －０．２８３ ０．５１４∗∗ －０．２２０∗ ０．１８７ ０．５９５∗∗∗

家庭特征 Ｘ２ －０．００５ —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Ｘ３ ０．０７０ ０．２３９∗∗ ０．１９９ — －０．２０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９

Ｘ４ ０．６７５∗∗∗ ０．９０７∗∗ １．４１８ －０．７０３ ５．２１７∗∗∗ ０．２３６ ８．５５２ ３４．３２９∗∗∗

资源禀赋 Ｘ５ ０．０５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７∗∗ — ０．１ １．３０６∗∗∗

Ｘ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０１ —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９ －０．８０２∗∗∗

社会保障 Ｘ７ －０．１０９ －１．２９７ －５．６１４ －０．９１６ — — — —

Ｘ８ －０．２９４∗∗ －０．１７９ －０．２８４ — －０．５６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７ ０．３６３∗

Ｘ９ ０．５５５∗∗∗ — ０．９２４∗∗ －０．０８９ ０．３６６ — ０．５０３ ０．３０４

Ｘ１０ ０．０５ －１．５４５∗∗∗ －０．０５１ １．５０４∗∗∗ ０．３７９ －０．４２６∗∗ －６．３２６ —

区位因素 Ｘ１１ ０．９４６∗∗∗ －０．２６７ ２．０２９∗∗∗ ０．７３８ ０．７５８ －０．１００ －５．９１７ －０．０７４

Ｘ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注：∗、∗∗、∗∗∗分别表示通过 １０％、５％、１％显著性检验。

（三）结果分析

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对于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与农地转出意愿呈正相关，且通过 １％显著性检验，
表明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有助于提高农地转出意愿。 该结果同预期设想一致，也与多个地区的

相关研究 ［１９－２０］ 结论基本相同。 一般而言，在涉及农地转出决策问题时，农户会根据自身对土地

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行决策。 认知水平高的农户对国家有关土地政策的理解更深，更容易获得

“安全感” ，就会更加放心地转出土地，转出土地意愿会更加明确和强烈。 而错误认知或认知不

足的农户，对农地转出后权益的保障存在顾虑，缺乏“安全感” ，从而会产生抵触心理，进而抑制

农地转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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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家庭特征方面来看，非农收入占比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力度较大，为正向，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非农化水平越高，农地转出意愿越强。 这与已有相关研究 ［４，８，２０－２３］

的结论均保持一致，主要原因是目前非农打工与非规模经营的务农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务农的

机会成本明显增加，提高了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 在社会保障类变量中，参加社会商业保险和

新农村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分别通过 １％和 ５％显著性检验，但影响方向相

反。 参加社会商业保险促进农地转出意愿产生，而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险却抑制了农地转出意愿

产生。 由于土地本身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价值，一旦农民获得其他的养老保障，则会促

使农民愿意将土地流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对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与行为均具有积极的正向作

用 ［２２－２４］ 。 而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新农村养老保险会抑制农地转出意愿，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新农

保缴费标准偏低，年老后能够领取到的养老金太少，难以有效替代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进而不

能有效促进农地转出意愿的形成。 区位因素中是否为日照这一虚拟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影响

较强，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位于日照市郊区的被调查农户转出意愿强于农区鱼台县，
可能的原因是位于日照郊区非农就业机会多于鱼台县，日照的农地流转条件相对较好。

在进入模型的变量中，年龄、受教育水平、承包地面积、地块数、新农合医疗保险、距离最近

城镇的距离等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都很小，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被调查农户年龄

普遍偏大、承包地面积普遍较小、医疗保险对农地保障功能的替代性较差、便利的交通条件淡化

了距离影响等有较大的关系。
（２）从不同类型农户模型结果来看，土地政策认知对纯农业农户、兼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而对非农业农户的转出意愿影响力度最小

且不显著。 总体来看，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目前持有一定的承包地且进行农业经营，故随着其认

知水平提高，可能会促进农地转出意愿，而非农业农户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目前追求的是更加

稳定的非农就业，对农村土地政策及农地利用的关注不足。
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和区位因素等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

转出意愿产生了差异化的作用。 影响纯农户转出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位于日照（ ２．２０９，１％水平

显著） 、参加商业保险（０．９２４，５％水平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对于非农就业机会较多的日照郊区

纯农户而言，本身存在较强的非农意愿，更加愿意转出农地以便更多地去参与非农就业，而商业

保险较为有力的保障对纯农户而言可更好地替代农地的保障功能。 影响兼业农户转出意愿的

因素主要是非农业收入占比（ ５．２１７，１％水平显著） 、新农村养老保险（ －０．５６１，５％水平显著） 、
承包地面积（０．１９７，５％水平显著）和年龄（ －０．０３９，５％水平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兼业农户处于

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兼顾与过渡状态，非农收入的增多会对其转出农地、放弃农业形成较强的经

济刺激，而相对较大的承包地面积可能会致使其损失较多的非农就业时间和收入，在追求收入

最大化目标下，非农收入较多、年龄越小的兼业农户可能更倾向于转出部分农地；新农村养老保

险的保障力度很小，并且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险往往也就意味着“农民”身份的进一步固化，可能

不利于农地兼业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产生。 对于非农业户而言，选取的变量对其转出意愿影响均

不显著，对于 ７３ 户非农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 ９５％的非农业户而言，农地转出的微薄收益对其影

响已非常小，加之可能对农地经营的关注已经非常少，致使模型结果均不显著。
２．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从农户整体来看，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模型结果通过

５％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认知水平越高，农地转出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大。 这主要是由于认知

水平高的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农地转出流程、权益保障等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农户

“安全感”较高，进而促使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农户行为的发生受到农户意愿的影

响，农户认知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农户产生强烈的农地转出意愿，从而进一步引致农地转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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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从农户家庭特征方面来看，非农收入占比依然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受教

育水平同时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均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 从已有相关研究 ［２５－２６］

来看，受教育有助于认识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土地转出理性认识的提高，加之非农收入的增加，
弱化土地依赖成为可能，进而均正向影响土地转出行为。 资源禀赋方面，承包地面积对农地转

出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承包地面积较大更容易被转入方接受，增加了转

出的概率，加之拥有较大面积承包地的农户难以兼顾非农就业和农业劳作，进而促进了农地转

出行为的发生。 参加农业保险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农业保险的增加会抑制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 参加农业保险表明农户期望农业经营收入

不受自然风险的影响，可能意味着对农地经营的较多关注与依恋，进而抑制了农地转出行为发

生的概率。
（２）从不同类型农户来看，土地政策认知对兼业农户和非农业农户影响较为显著，但作用方

向相反，而对纯农业农户的转出行为未产生显著性影响。 这主要是由于非农业农户的家庭收入

结构中，非农收入占绝对主导地位，农地经营只会占用非农就业时间，带来较高的机会成本，进
而在对土地政策有了深入认知后会更愿意转出农地，提高农地转出行为发生的概率。 尽管兼业

农户随着认知水平提高会促进农地转出意愿，但可能考虑到对农地转出行为发生后的收入、社
会保障等存有顾虑，加之认知提高后被强化的禀赋效应 ［２７］ ，进而抑制农地转出行为。

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和区位因素等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差异较

大。 影响纯农户转出行为的因素仅有农业保险较为显著（ １．５０４，１％显著性水平） ，而影响兼业

农户转出行为的因素则有农业保险（ －０．４２６，５％水平显著） 、地块数（０．１５２，１％水平显著）和年

龄（０．０２０，５％水平显著） ，影响非农业户转出行为的因素主要有非农收入占比（ ３４．３２９，１％水平

显著） 、承包地面积（１．３０６，１％水平显著） 、地块数（ － ０． ８０２，１％水平显著）和新农村养老保险

（０．３６３，１０％水平显著） 。 纯农户和兼业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较少，且作用力度微弱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这两类农户中实际发生农地转出行为的仅分别为 ４ 户和 ９ 户，数量过少。 而非农业户中

实际发生转出行为的达 ２２ 户，占非农业户总户数的 ３０．１４％。 对于非农业户而言，非农收入占

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承包地面积越大，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险则转出农地的行为发生概率越大，
可能是因为在有稳定非农收入、通过新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替代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同时，会更

倾向于将拥有的较大面积的承包地转出。 而地块数之所以对农地转出行为产生负面作用，可能

是因为被调查的非农业户承包地面积均已较小且地块数大部分均为 ３ 块以下。
３．农户认知的农地转出意愿与行为响应差异。 在农户整体方面，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

意愿和行为均产生了力度近似的正向作用，分别通过了 １％和 ５％的显著性检验，体现了转出意

愿与行为对农户认知响应的一致性。 而从不同类型农户来看，土地政策认知对纯农业农户、兼
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两类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均产生了负向作用；非
农业户恰恰相反，其土地政策认知的转出意愿响应为负，但转出行为却显著为正，且纯农业户的

转出行为和非农业户的转出意愿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尽管农户认知

可能对其意愿产生促进作用，但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还受到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和农户生存理

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２８］ 的复合影响，并且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以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和日照市东港区两地 ２８７ 户被调查农户为实证对象，运用主成分分

析法得到土地政策认知水平的量化指标，通过 Ｈｅｃｋｍａｎ 二阶段模型解释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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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整体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均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及社会保障等来说处于中等水平。 正确而深

刻的政策认知有助于增强农户转出意愿，进而可能促进流转行为的发生。 但由于不同类型农户

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其政策认知的农地转出意愿与行为响应产生了较大差

异。 家庭特征和社会保障因素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资源禀赋影响力最

弱。 区位因素中区域虚拟变量对农户整体和纯农业户的转出意愿均有较大影响力，体现出具有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城郊区和农业县域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存在明显

的区域差异。
农户是农地的主要经营者，农地流转的关键参与者，研究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特性及其规

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复杂的土地政策实施及其绩效形成过程，进而寻求解决政策失效，探索政

策创新的切入点。 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大土地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户认

知水平，建立完善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和保护农户权益的配套政策体系；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提高新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积极开展非农就业培训，提高农户非农就业率与非

农收入，有效弱化农户恋土情结，促进农地流转合理发展；三是，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
地制宜推动农地流转，并针对不同类型地区和农户，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

本文在对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水平进行综合量化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

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研究视角更加聚焦于探究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综合水平，对农地转出

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剖析相对较为透彻。 同时，本文研究区域为山

东典型农业县和城市郊区，代表性和典型性也较好，研究结果可为今后通过政策手段优化调控

农地流转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不得不承认的是，土地政策的内涵丰富且复杂，土地政策的农户

土地利用行为响应机理也非常复杂。 尽管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取到了综合后的变量，却仍

然难以从这些变量中较为清晰地解析出某项政策的具体影响，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问题的

进一步分析。 下一步有待引进更加科学的量化方法，优化土地政策的问题设置，更加深入地剖

析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流转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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